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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干政形象的一种政治文化解读
———以王振为中心

李　佳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８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４５００６０４８２３５０，２０１３ＺＺ０３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５２批面上资助

（２０１２Ｍ５２０６６４）。
　　［作者简介］李佳（１９８２－），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讲师，博士后。

①　学界对明朝宦官问题多有讨论，直接以王振为题者，主要有以下成果。许振兴：《论王振的“挟帝亲征”》，《深圳大学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３期；王文景：《明宦官王振之研究》，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７年；吴智和：《〈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校读》，《华
冈文科学报》（台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期。

②　吴文所列王振事迹“十八条目”为：１．阅武将台。２．加刃振颈。３．对品降调。４．次第擢用。５．谄媚超擢。６．振深衔瑄。
７．王振预宴。８．太后责振。９．振去铁碑。１０．竞趋苞苴。１１．血裙葬球。１２．老仆救瑄。１３．振枷祭酒。１４．诽谤王振，御史罪戍。
１５．知州谪边。１６．赐振敕谕。１７．于谦不贿。１８．护卫捶振。

　　［摘　要］明人语境中的宦官王振形象以戕害大臣、耗帑纳贿、唆主弄兵为主要内容。关于王振的负面

评价在明中期以后逐渐固化为一种明人对宦官干政形象的典型性描述，这是士大夫意识形态主导而生的历

史产物，反映出士大夫群体对宦官干政的不满情绪。王振形象凸显于明史的深层次政治文化含义为，士大

夫群体有意避免宦官把持朝政与皇权专制极端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模式达到现实制度安排的常规化，以及此

种政治模式合理性的自足。

［关键词］王振；宦官；明朝；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７０－０６

　　王振，明正统年间司礼监太监，受宠于英宗。

正统十四年，王振支持英宗亲征瓦剌部，两军交

战过程中，英宗被俘，王振死于阵中。在明人语

境中，王振以跋扈专权，陷君误国之名传于典籍，

这些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初起于正统、景泰之

际，在明中期以后反复出现，逐渐固化为一种明

人对宦官形象的典型性描述。本文解读王振形

象的内涵，主要探讨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澄清

王振形象的主要内容与特征；第二，分析王振形

象的成因；第三，透视王振形象在后英宗时代的

政治文化寓意。展开上述研究，对澄清明人主流

观念中关于宦官政治角色的认知，明代士大夫政

治、皇帝政治与宦官政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态

势，以及呈现明人关于中枢政治权力分配模式的

思考理路或有裨益①。

一、王振形象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现今所见对王振形象的描述，散见于多种明代

官方与私人史籍。吴智和先生所撰《〈明史纪事本

末·王振用事〉校读》一文从史源学角度对有关王

振的史料做出细致分析，并以《明史纪事本末·王

振用事》所载王振事迹为纲目，析为十八条目②。

本文在吴文十八条的基础上，查阅其他史料，概言

明人非议王振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戕害大臣。正统八年六月，“翰林侍讲

刘球进言：‘权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顺
（马顺）阿之。适有翰林官董璘亦进言，愿为太常

卿以事神。顺即阿振意苦拷，令招球画此谋。当

朝捽去，支解其体”［１］卷４８。七月，“王振怒其（李时

勉）持儒礼，构以罪，枷于监门”［２］卷２９。十月，“监

察御史李俨监收光禄寺祭物，值太监王振，不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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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锦衣狱，戍铁岭卫”［３］卷２６，正统九年十月己未。正统十

年，“有牧马官在霸州扰民，需（张需）置于法。牧

马官诣太监王振谮毁需，遂执需，下锦衣卫

狱”［４］卷１３１，正统十年七月甲戌。

第二，耗帑纳贿。正统十三年，“修大兴隆

寺。寺初名庆寿，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监王

振言其敝，命役军修之。费物料巨万，壮丽甲于

京都”［３］卷２７，正统十三年二月己未。“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

势，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

盛”［４］卷２４８，景泰五年十二月辛卯。“振宅在宫城内外凡数

处，重堂邃阁，僭拟宸居。器服绮丽，尚方不逮。

玉盘径尺者十，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六，金、银十

余库，马数万匹”［５］卷２９《王振传》。

第三，唆主弄兵。自正统四年起，朝廷屡次

对云南用兵，“廷臣皆以麓川称叛以来，国家刍粮

之费百巨万，士马死者无虑数万，宜放弃侥外，以

苏吏民。上犹豫未决，太监王振方宠幸用事，力

劝上征之，上乃遣兵”［６］卷４。正统十四年七月，英

宗率大军北出，“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

群臣虽合章谏止，上皆不纳……车驾至宣府，风

雨大至，边报益急，扈从群臣复交章请驻跸。王

振怒，俱令略阵……驻跸大同。王振尚欲北行，

镇守太监郭敬密告振曰：‘若行，正中虏计’。振

始惧。自出居庸关，连日非风则雨，及临大同，骤

雨忽至，人皆惊疑，振遂议旋师……初议从紫荆

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

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车驾欲启

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

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

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４］卷１８０，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

上述三方面内容构成明人给予王振负面评

价的主要依据，由此可见明人语境中王振形象的

大致面貌，本文不取评判王振个人道德优劣的理

路，而旨在探求文本背后可供抽象的王振形象的

基本特征，主要指向以下两方面值得注意处。

第一，王振干政的程度与效能被士大夫群体

有意夸张化。明人关于王振的全部评价根据几

乎限定于前述引文所涉及的数事，如王振折辱李

时勉，大兴佛寺，私宅壮丽，以至于劝导英宗用兵

云南与亲征瓦剌部，其形象被定位为一种有别于

刘球、李时勉等正人君子的非理性政治角色。通

观明朝公私文献所载王振行迹，关涉大局者在用

兵云南与亲征瓦剌部这两个问题，事实上，英宗

本人的意志决定了政局的走向，主要责任在于英

宗，而非王振①。愈至晚明，常可见关于王振的评

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其要者在于夸大王振对

英宗的控导力，夸大王振对政局的破坏力，如万

历时，给事中官应震言：“正统己巳之变，唯是中

官王振寔肇衅端”［７］卷５８０，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庚戌。晚明士大

夫群体往往将宦官干政的情状与负面效应铺陈

渲染，由此表达对宦官干政问题持续且深刻的否

定态度。

第二，负面评论的滞后性。今所见最早关于

王振的批评，出自与王振同时代李贤之《天顺日

录》，以及修于成化初年的《英宗实录》。在土木

之变以前，对王振的控诉仅两则，且都匿名投书

为之。正统八年，“内使张环、顾忠匿名为诽谤

语。锦衣卫鞫之，得实。诏磔于市，仍令内官俱

出观 之。所 诽 谤 者 王 振 也，磔 之 者 亦 王 振

也”［８］卷９１《中官考二》。正统十年，“锦衣卫卒王永为匿

名书，数太监王振罪恶，掲之通衢。及振侄王山

家，缉事者得之，刑部论以造妖言，斩罪。诏即磔

之于市，不必覆奏”［８］卷９１《中官考二》。张环与王永之

文字，今已不传。且王永之论，刑部官员竟论以
“妖言”，亦未见当时就此事有所争论，张环、王永

身死而已。由此可见，王振形象作为一种政治文

化现象，出现于土木之变后，直至正统十四年九

月，刑部主事刘锴奏：“乞敕都察院录王振罪恶，

榜示天下，以释人心之怒”［４］卷１８３，正统十四年九月丙午。刘

锴之言是士大夫群体要求将对王振负面评价法

定化的一个重要讯号，此后抵至明末，有关王振

形象的表述在公私文牍中被反复提及，持续表达

出士大夫群体对宦官势力深层次介入国家政务

的反思情绪。

综上所述，明人文牍中的王振形象出现于土

木之变后，以戕害大臣、耗帑纳贿、唆主弄兵为主

要内容。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逐渐固化为一种

明人对宦官干政形象的典型性描述，在一定程度

上而言，宦官干政形象之负面效应具有被建构的

虚拟属性，其本身成为一种含有深刻内涵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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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

二、王振形象的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士大夫群体在正统十

四年后对王振口诛笔伐？王振本人可能具有之

贪酷行为取向，无疑构成其身荷恶名的重要原

因，但仅就一般意义的是非标准着眼，尚且不足

以解释王振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再者，王振“擅

权”几为士大夫之定论。但今人引用此说时，需

要进一步说明王振所为在何种意义上导致国家

政治运作出现变异？本文拟从土木之变责任人

的选定，太祖祖训对宦官政治的戒约与宦官干政

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三个维度解读王振形象的

成因。

（一）麓川之役与土木之变责任人的选定

正统十四年，英宗陷于塞北，一时俨有靖康祸

事之象。当此危难之际，明廷迫切需要迅速整肃人

心以御敌，稳定混乱局势。此中最重要的问题就在

于如何解释土木六军败绩，竟至英宗被俘之惨祸。

士大夫由是始特论王振之过，言其罪在弄兵。“权

珰弄兵，挟天子，笯朝士。谓强胡数万骑，犹我圉

隶，欲借之以市威重。孰知填五十万人之骨，未足

筑穷荒，而润塞草也”［３］卷２７，正统十四年七月辛丑。士大夫

痛土木之败，恨王振主战，且将前此麓川之役，王振

主战之事重提。陈子龙言：王振杀刘球（刘球反对

用兵麓川），备边蒙古之事不行，遂至“北边空虚，酿

土木之变”［９］卷３１《谏伐麓川疏》。

士大夫之所以归罪于王振而少言英宗与其

他当事者，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为尊者讳。在有关王振事迹的记载中

并未明涉英宗，举凡刘球下狱，李时勉受辱，以及

土木亲征等事皆被归结于王振擅权所致，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项发生的必要条件是王振

所依赖之英宗权力的有效性。言宦官形象，往往

事事关涉皇权，偏偏皇帝这一关键政治角色又缺

位于文本，于是，王振———这一类干政宦官被塑

造为皇权运用层面的僭越者。在士大夫与宦官

的政治角力中，双方敌视情绪各有其张扬方式，

士大夫一再批评王振，表面看仅是针对宦官，实

则字里行间含有对王振背后英宗不作为的指责。

第二，为士大夫群体讳。麓川之役与三杨关

系密切，英宗亲征，有一众大臣随行，如果将战事

责任尽归于士大夫群体，不利于本群体的后来任

事者。相比之下，王振以宦官身份支持英宗亲

征，且于行伍中折辱大臣，遂成为士大夫群体选

定的麓川之役与土木之变的责任人。景泰帝亦

言：“痛 机 务 擅 专 于 权 倖，致 大 兄 误 陷 于 虏

廷”［４］卷１９５，景泰元年八月庚寅。正统、景泰之际，舆论皆以

王振权倖误国，致使英宗被俘。士大夫群体有意

将罪过归于王振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对王振个

人行事的愤恨情绪，亦是危机时刻国家统治上层

齐一舆论导向，化解内部危机的一种手段。

（二）太祖祖训对宦官干政的戒约

宦官服侍内廷，常在帝王左右，自汉代独尊

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文化中亲贤远佞之说

渐成士大夫群体定义宦官角色的基础理念，对宦

官政治角色的消极定位亦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

重要理念之一。迨到明初，太祖亦以此理治内

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

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１０］卷３０４《宦官一》。

王振掌司礼监以前，宦官的话语权虽有所提高，

但在明人的价值观念中，宦官干政始终是不具有

合法性的非常现象。天顺时，李贤云：“太庙鉴前

代宦官之失，尝置铁牌高三尺许，上铸‘内臣不得

干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中尚存。英宗时，

王振专恣，因失所在”［１］卷４８。王振去铁牌一事或

言非真，但李贤记载此事反映出士大夫群体以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为合理的认识。天启元年，

魏忠贤势起，礼部主事刘宗周言：“内侍魏进忠等

各凛高皇帝铁榜之戒，毋鼓惑君心，专权乱政，以

酿王振、刘瑾之祸”［１１］卷１５，天启元年十月甲午。天启四年，

左副都御史杨涟言：“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内官

不许干预外事，在内廷只供洒扫之役，违者法无

赦。故在内官惟循谨奉法，为圣子神孙相守，未

敢有改。虽有骄横恣纵王振、刘瑾其人者，旋即

诛戮”［１１］卷４３，天启四年六月癸未。王振权势显赫一时，实

际上颠覆了本朝初年限制宦官干政的种种规定，

王振形象是士大夫依据传统意识形态对特异现

象排斥情绪的集中表达。

（三）宦官干政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明英宗冲年继皇帝位，三杨主政。在正统六

年英宗亲政以前，三杨规定每日上奏八事于英

宗。“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

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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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副封诣阁下，预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

依所陈传旨而已”［１２］卷１《早朝奏事》。仁、宣以来，皇帝

礼遇士大夫，士大夫群体的话语权在明代国家政

治生活愈大，明人渐趋视皇帝与士大夫群体共治

国事的情状为一种理想状态。正统中期以后，英

宗亲政，任用王振，前述士大夫认为理想的政治权

力分配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吏部听选知县黎近言：

“自太监王振专国，官无大小，事无轻重，悉送锦衣

卫镇抚司拷讯。遂使掌司事指挥马顺得以阿比权

势，高下其手。是以翰林侍讲刘球以直谅而死，监

察御史李俨以不屈而贬，负屈衔究比比而有。乞今

后大臣有犯重罪，或皇上亲赐推问，或命六部、都察

院堂上官会勘，奏请处分。如此则刑狱清，而待臣

下之礼得矣”［４］卷１８６，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士大夫以儒家

礼乐文化安身立命，王振屡置大臣于锦衣卫镇抚司

拷讯，士大夫焉能不恨王振。

今人多论王振擅权，责其侵夺皇权，此中却

存误解。所谓擅权，是言王振具有其本不应行使

的权力，而宦官权力是皇权的衍生物，如若王振

侵夺皇权，何以英宗与王振相得？笔者认为，王

振并非侵夺英宗之权，王振势起反而是英宗权力

强化的一种表现。士大夫批判王振的深层次原

因在于，王振擅权表现出皇权专制趋向极端化的

态势，与之相对，士大夫政治发挥作用的空间被

打压。景泰帝当政之初，学士周叙言：“臣自永乐

以来叨职班行，伏见列圣临御之时，早朝大班既

退，即于门上说事。各衙门官轮流向前商榷政

务，罄尽所言，人怀畏惮，而事机不泄。自正统以

来，王振擅权，独立在旁，于是群臣不得召对，或

有召对，亦不敢详尽，以致今日之祸。恭惟殿下

监国亲政，宜复旧章。凡各衙门官务令各向前说

事，止与敷对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预闻。庶得吐

露肝胆，陈布嘉谋”［４］卷１８２，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在士大夫

看来，王振破坏了往日君臣和洽议政的局面，周

叙要求景泰帝“宜复旧章”，表达了士大夫群体对

仁、宣以至英宗初期政治运作模式的怀念。

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猝然而至，英宗被俘，

明廷一时竟有倾覆之危。这一突发历史事件警

醒士大夫群体痛定思痛，交代土木之变祸因是非

议王振的直接动机与现实政治需要。士大夫群

体依托本朝太祖祖训的权威，所塑造的王振形象

以对其种种批评为核心。这并不单纯出于一般

意义上的道德考虑，其本质原因在于，王振是明

初百余年来第一位深刻介入国家中枢政务的宦

官，宦官擅权之权力为皇帝权力之延伸，在宦官

干政的过程中，既定成规被一再打破，而成规是

士大夫实现其政治参与权的必要环节。宦官干

政并没有妨碍皇帝权力运行的有效性，却更多体

现为皇帝个人意愿的实现，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士

大夫群体对皇权行使方式及其指向的制衡。于

是，士大夫群体一再通过舆论贬斥王振以及此后

干政宦官，明朝正统以后王振形象的凸显，是士

大夫群体强调自身政治权力具有合理性与合法

性的一种声明方式。

三、王振形象在后英宗时代的政治文化寓意

在有关王振评论的时间序列中，以天顺一朝

为分水岭。正统、景泰之际，士大夫论王振，多言

及麓川之役、土木之变等具体事例，多关照当时

政治局势，由此表达他们对于明初鼎盛至于土木

陡然溃败之愤慨与焦虑。天顺之后，士大夫对王

振形象的叙述渐趋固化，并将王振个人行为取向

推演为干政宦官群体之基本属性。后英宗时代

之王振形象以经典训诫的形式，介入了士大夫政

治、皇帝政治与宦官政治的关系纠葛，以及有关

国家中枢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合理性的思考过程。

明代屡出大宦官，自王振而后，为人所熟知

者如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宪宗继位之初，太监

牛玉声势渐强，给事中王徽言：“正统末年，王振

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其祸已惨。天顺年

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阙，欲危宗社，其祸尤烈。

今日牛玉专权，谋立皇后，欺侮陛下，其祸尤为非

常。是皆贻笑四夷，取议万世者也。当时朝廷以

为王振之后，必再无有如王振者矣，岂意曹吉祥

复兴，曹吉祥之后必再无有如曹吉祥者矣，岂意

牛玉复作。自兹以往，若再不以牛玉为鉴，而思

所以预防之，安知后日之祸不有甚于牛玉者

哉”［１３］卷１１，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正德十六年，武宗居豹

房，大理寺官员林希元言：“以机务之重，使内臣

亦得预闻，则天下事皆其掌握，王振、刘瑾之祸可

谓殷鉴矣”［１４］卷３，正德十六年六月癸巳。给事中贺钦言：

“内府、监司、局、库衙门之设，载之祖训内官之

条，其职掌不过洒扫、供养、关防、出入等事而已。

奈何近年以来，如王振、喜宁、舒良、王诚、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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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牛玉、汪直、尚铭、梁方、陈喜之辈，或陷主边

庭，身叛外境。或主易储君，禁锢南内。或谋为

不轨，贿易后妃。或邀功启衅，流毒边侥。或恃

宠招权，纳赂不赀。或引用左道，蛊惑上心。或

导进淫巧，盗虚府库。此其陷君、误国、蠧政、殃

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１５］卷２６《贺钦》。前文已论明

朝宦官擅权并非侵夺皇权，而是皆以皇帝宠遇以

至皇位更迭作为自身沉浮的根据。因而，士大夫

群体反对宦官干政的终极指向是反对皇权过度

内转的倾向，宦官干政是皇权专制趋向极端化的

表征，如宦官以钦差的身份出外采买，监军，监

仓，充任矿监、税使，断狱等等。上述事项中除万

历朝矿监、税使外，王振在正统年间皆曾涉及，因

此，王振形象在后英宗时代成为士大夫群体用以

论证宦官监军、断狱等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历史

依据。

自成化朝至天启朝，士大夫群体与皇帝每因

宦官势大这一问题而多有冲突。士大夫群体弹

劾干政宦官的奏疏中，往往有如下内在共通之

处，即：皇帝宠信宦官任事，或将重蹈昔日王振乱

政之危局。士大夫群体以王振形象为言论工具，

始终反对皇权借助宦官势力而过度内转的倾向。

王振形象以早期经典记忆的形式存在于明人的

政治文化观念中，解构了宦官干政的合理性依

据。事实上，王振形象被固定化描述，或有言过

其实处，士大夫亦非不知于此。如论王振干预军

政，导致土木之败，类似的评断当欠公允。但后

英宗时代的士大夫群体往往有意回避仔细讨校

历史成说，而尽以对王振形象的标准化认识作为

其制约皇权倾向宦官一系的重要原则。

正统以后，士大夫群体有意构建了一个以王

振为首的宦官负面角色谱系，后来宦官干政之举

皆成为王振形象的新注释。后英宗时代的王振

形象是士大夫政治语境中含有明确训诫含义的

表达符号，在皇权作为终极裁断力量的现实情境

中，对具体人事虽尚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其最

值得关注的意义在于，王振形象反映出士大夫群

体如下政治诉求，暨尽可能避免宦官把持朝政与

皇权专制极端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模式达到现实

制度安排的常规化，以及此种政治模式合理性的

自足。士大夫主张公议天下之事，反对国家权力

导向无制衡境地的集中，王振形象是上述政治文

化精神的一种表达。后英宗时代或有皇权过度

专制以及宦官政治势盛的局面出现，但终究不能

成为一种获得普遍认同的政治模式而得以稳定

存在，当宦官权势过于凸显时，“宦官”这一身份

本身就构成一种获罪缘由。“中贵人权震天下

者，柄司礼则王振、刘瑾，数将大兵则曹吉祥、汪

直，然皆不克终”［８］卷４《中贵人历中外任》。在长时段的视

野下关照明代政治模式演进的动态历程，王振形

象体现出的士大夫价值观取向深刻影响了后英

宗时代宦官政治的走势，降低了皇权绝对专制的

程度。

正统、景泰之际，士大夫群体困顿于王师败

绩，英宗被俘之窘境，宦官王振遂成为缺席的被

告，在明代士大夫的语境中，王振形象以干政祸

国为主要内容。关于王振的负面评价逐渐固化

为一种明人对宦官干政形象的典型性描述，在一

定程度上而言，士大夫群体有意夸大了王振对朝

局走向的影响力，宦官干政形象具有被建构的虚

拟属性。在后英宗时代因宦官问题而起的君臣

冲突中，王振被一再提及，成为士大夫语境中不

可逆转的负面历史教训，由此表达了士大夫群体

对宦官把持朝政与皇权专制极端化互为表里这

一政治模式的反思情绪。

四、余　论

对明朝宦官形象的分析，尚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明人不尽是对宦官的批评之辞。即所谓干政

宦官，亦有获褒扬者。今略取《明实录》两则言之。

“我朝金英以一言定储位，覃吉以正学辅东宫，则

听之得也。如王振之误国，刘瑾之惑主，其恶至

今恨之，则听之失也”［７］卷２５０，万历二十年七月癸酉。“权珰

宜 以 怀 恩、兴 安 为 法，以 振、直、瑾、保 为

戒”［１１］卷１４，天启元年九月甲寅。金英、怀恩等人皆关键之

时于国家政局走向有重大关系，不可不谓干政。

从这个意义上说，宦官干政并不必然得到否定意

义的评论。但是，明代士大夫十分注意赞许上述

数人事功的分寸，同时以王振、汪直等人作为反

面事例予以贬斥。这事实上标示出士大夫政治

观念中宦官行为何为可法，何为可戒之合理限

度。第二，明代士大夫与宦官多有交谊，如张居

正与冯保之相得，亦有弹劾宦官奏疏行世。上述

现象看似矛盾，但并不表明士大夫在如何对待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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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干政问题上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士大夫与宦

官来往，就士大夫个人而言，与宦官交往多属私

谊，且这种关系的展开要服从于士大夫既有价值

观念原则。张居正亦不肯全然屈就冯保，尚有捆

绑其不法家人事。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对宦官干

政的排斥态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正德四年

冬，刘宇由吏部尚书入内阁。五年春，曹元由兵

部尚书入内阁，皆以阿附刘瑾得之。本年八月，

刘瑾被诛，二人皆以罪斥免。半载黄阁之荣与千

万年青史之辱，不知孰为轻重”［１６］卷４？在士大夫

与宦官交谊事涉名利权位之时，传统政治文化的

尺度是相当慎重甚至苛刻的，一旦被判定逾越主

流价值观界定的尺度时，士大夫则不得不接受其

从属群体的道德评议与历史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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